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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大学生音乐使用与共情能力之间的影响关系，方法：采用中文修订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情

绪问卷量表(ERQ)和改编音乐使用强度问卷对56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研究中不同性别大学生

在共情上有差异，女性共情能力高于男性，在音乐使用强度和情绪调节上不存在差异。音乐使用强度能

够显著预测共情能力和情绪调节。音乐使用强度对共情、认知重评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认知重评能显

著正向预测共情。认知重评在音乐使用强度和共情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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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usage and empath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569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Chinese Revised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C), Emotion Questionnaire (ERQ), and an adapted Music Usage Intensity Ques-
tionnaire. Resul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pathy were observed, with females exhibiting higher 
empathy than mal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music usage intensity or emotion reg-
ulation. Music usage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Music usage 
intensity positively predicted empathy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whil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ig-
nificantly predicted empathy. Cognitive reappraisal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us-
age intensity and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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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研究表明，音乐具有多重心理功能，Juslin [1]发现其最常用的三项

功能为改善情绪、使人放松冷静以及表达情感；Boer 等人[2]进一步补充了提高记忆、传递情感、自我调

节、社会联结等功能；Schäfer 在 2013 年则归纳为社会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与唤起功能。聆听频率

受情境与个体因素影响[3]：安静环境中聆听频率更高[4]，移动设备的普及也提升了音乐接触强度[5]；青

少年因处于情感发展阶段而更常听音乐[6]，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通过音乐满足情感需求[7]。音乐带来的

安慰效应亦被证实，Saarikallio 与 Erkkilä 对 1040 名 13~30 岁受访者的调查显示，超 69%的人曾通过音乐

寻求安慰，尤其女性、高焦虑抑郁倾向者更常如此[8]。 
共情是个体理解并回应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包含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种主要成分：情绪共情指

产生与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认知共情指理解他人情绪状态及其成因[9]。从操作定义看，共情是个体辨

识他人情绪、设身处地理解其感受需要，并产生相一致情感反应与准确反馈的能力[10]。研究通常采用多

维度测量工具，综合考察观点采择、想象力(反映认知层面)、共情关怀(反映情感层面)以及个人痛苦(反映

自身情绪反应)等维度，以全面评估个体的共情特征[11]。 
情绪调节指个体对自身情绪的产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12]。Gross 提出的过程模型区分了

两种常用策略：认知重评为先行关注调节，指在情绪反应激活前改变对情绪事件的认识，具有较强社会

适应性；表达抑制为反应关注调节，指在情绪反应激活后抑制情绪表达行为，可能导致情绪体验下滑[13]。
现代研究证实，聆听音乐能激活与情绪处理相关的杏仁核、海马体、伏隔核、眶额皮层等脑区[14]，快乐

音乐增强杏仁核与伏隔核功能连接，海马体参与音乐引发的积极情绪，进而可能降低情绪压力相关的神

经内分泌反应[15]。卢英俊等发现中国古典音乐可有效减轻悲伤情绪[16]；音乐疗法通过即兴演奏、聆听、

讨论等体验，帮助改善情感状态与行为[17]，甚至可能减少药物使用[18]。 
音乐使用与情绪调节之间存在直接且广泛的联系。调节情绪是音乐最突出的功能之一[1] [7]，个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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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选择适合的音乐改善、释放或管理情绪，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情绪调节的实践。音乐使用强度反映个体

运用这一工具的主动性，而情绪调节需求也驱动着音乐使用的频率与情境选择。音乐使用与共情亦存在

潜在关联：音乐常被用于传递情感与社会联结[2]，这种情感传递与共情中“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相呼

应；有研究表明，音乐经验对特质共情的认知共情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9]。聆听音乐可能为理解复杂情

感提供练习机会，促进认知共情发展，而音乐活动营造的情感共鸣氛围也有助于激发情绪共情，音乐作

为一种独特而古老的社交活动，可以拉近人际距离，增强群体凝聚力[19]。高共情个体更擅长识别其中表

达的情绪，尤其是对悲伤情绪的识别更准确[20] [21]。“音乐–社会联结”假说[22]认为，支持社会联结、

促进社会互动是人类音乐演化的核心功能，其与社会联结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艺术形式的韵律

结构和重复特点有助于促进人际同步和协调(如舞蹈、合唱)，其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助于构建和增强

群体身份认同感。参与音乐活动并接受干预过程中产生的丰富社会互动和联结，有利于促进亲社会行为

[23]。 
共情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高共情能力(特别是认知共情)要求准确感知理解他人情绪，这为实施有效

情绪调节(如通过认知重评调整因他人遭遇产生的负性情绪)提供了前提；同时，情绪调节能力(尤其是认

知重评策略)能帮助个体在面对他人痛苦时管理自身情绪反应，降低个人痛苦体验，从而更从容地做出共

情关怀[13]。反之，若情绪调节不足，个体可能在他人的负性情绪面前产生过度的个人痛苦，反而阻碍有

效共情[24]。三者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已分别探讨音乐使用、共情与情绪调节之间的两两关系，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多聚焦于音乐使用的频率而忽视其情感投入强度，后者可能更深刻地揭示音乐对心理机制的影响；

二是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缺乏系统整合，尤其情绪调节策略在音乐使用强度与共情各维度之间是否发挥

中介作用尚未得到分维度检验；基于此，本研究聚焦音乐使用强度、共情(观点采择、想象力、共情关注、

个人痛苦)与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之间的关系，旨在考察：音乐使用强度是否显著预测共

情各维度；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且该作用是否具有策略特异性和维度特异性；音乐使

用强度对共情的影响是仅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实现，还是同时存在独立于策略的直接路径。通过构建整合

模型，本研究试图揭示音乐如何通过塑造情绪调节习惯进而影响个体理解与回应他人情绪的能力，为深

化音乐心理功能的理论理解及临床干预应用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招募大学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650 份，剔除了作答时间过短、规律性作答的无效问卷

后，其中回收有效问卷 569 份，有效率为 87.5%。其中男生 178 人、女生 391 人；平均年龄 21.8 岁。 

2.2. 改编音乐使用强度问卷信效度检验 

使用 SPSS26.0 及 Mplus 对改编的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 0.81，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显著(χ2 = 874.290, df = 15, p < 0.001)，

数据满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结合特征值大于 1 的凯泽准则最终提取 1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49.02%，6 个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范围为 0.566~0.764，均达到因子载荷

的可接受标准。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测量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 (9) = 86.290，p < 0.001，RMSEA = 0.115，

CFI = 0.928，TLI = 0.880，SRMR = 0.042；各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在 0.439~0.741 之间，均在 p < 0.001 水

平上显著，支持该量表具备良好的单因子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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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材料 

(1) 中文修订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 
中文修订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是张凤凤[11]根据 Davis1983 年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在国

内文化背景下进行修订。中文修订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一共有 22 个项目，并且包括四个因子：观

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想象力(Fantasy，FS)、共情关心(Empathy Concern, EC)和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采用 Likert 五级计分方式，1 分~5 分(不恰当~很恰当)，其中第 2、5、10、11、14 项为反

向计分。量表总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特质共情能力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0.75，各维度分别为

0.77 (PT)、0.73 (FS)、0.73 (EC)、0.85 (PD)，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中文修订版情绪问卷量表(ERQ) 
中文修订版情绪调节量表(ERQ)国内学者王力[25]根据 Gross 的原版情绪调节量表编制的，共 10 题，

分认知重评、表达抑制 2 个维度，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维度分越

高，代表越倾向于该调节策略。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9 (认知重评)、0.83 (表达抑制)，
信效度符合学术标准。 

(3) 改编音乐使用强度问卷 
改编自 Ellison [26]编制的社媒使用强度量表(FIS)，适配音乐使用场景，为单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统计日常生活中音乐使用频率及态度，总分越高代表音乐使

用强度越高。具体条目：1) 我会很自豪地和别人说我使用了音乐；2) 使用音乐已经成为我的日常习惯；

3) 当一段时间不使用音乐，我感觉失去了联系；4) 我感到我是音乐社区中的一员；5) 如果音乐不存在

了，我会感到遗憾。6) 音乐是我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本研究中改编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1，内部

一致性良好。 

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27]音乐使用强度、共情、情绪调节

策略三个变量的所有题目进行检验，发现 8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量为 21.317%，

低于 40%阈值，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统计 

根据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中女性 391 份占 68.7%，男性 178 份占 31.3%。具体统计数据见表 1。 
 

Table 1. Music use, empath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音乐使用、共情及情绪调节情况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17 36 21.8 3.126 

音乐使用强度 12 40 31.0896 4.77383 

IRI 47 104 81.0158 10.40068 

IRI-EC 10 30 21.4552 4.67521 

IRI-FS 12 30 22.9332 4.51708 

IRI-PD 5 25 16.8155 4.4578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4355


简小雪，徐亚洁 
 

 

DOI: 10.12677/ass.2026.154355 688 社会科学前沿 
 

续表 

IRI-PT 8 25 19.812 2.76576 

认知重评 6 30 24.1072 3.31834 

表达抑制 4 20 11.6608 4.1375 

3.2.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音乐使用强度及共情能力、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 

为比较不同性别大学生在音乐使用强度、共情与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得分是否存在差异，使用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2。 
 

Table 2. Differences of each variable by gender 
表 2. 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 

 
男(n = 178) 女(n = 391) 

t p 
M SD M SD 

音乐使用强度 31.19 4.93 31.04 4.71 0.34 0.73 

IRI 82.21 10.12 78.38 10.55 −4.13*** 0.00 

IRI-EC 20.92 5.10 21.70 4.45 −1.77* 0.08 

IRI-FS 21.98 4.98 23.37 4.22 −3.23*** 0.00 

IRI-PD 15.33 4.87 17.49 4.09 −5.15*** 0.00 

IRI-PT 20.16 2.68 19.65 2.79 2.02* 0.04 

认知重评 24.24 3.34 24.05 3.31 0.65 0.52 

表达抑制 11.69 4.21 11.65 4.11 0.10 0.9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男女在共情总体得分(t = −4.07, p < 0.01)及想象力(t = −3.23, p < 0.01)、个

人痛苦(t = −5.15, p < 0.01)、观点采撷(t = 0.04, p < 0.05)维度中存在差异，表次安慰，音乐使用强度(p = 
0.73)及情绪调节的认知重评(p = 0.51)、表达抑制(p = 0.92)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3.3. 相关性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音乐使用强度与共情呈显著正相关(r = 0.44, p < 0.01)，与认知重

评显著正相关(r = 0.35, p < 0.01)，与表达抑制显著负相关(r = −0.10, p < 0.05)，与，共情与认知重评呈显

著正相关(r = 0.50, p < 0.01)，与表达抑制呈显著负相关(r = −0.17, p < 0.01)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music usage intensity and various dimension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pathy 
表 3. 音乐使用强度与情绪调节、共情各维度相关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1          

2. 年龄 −0.20** 1         

3. 音乐使用强度 −0.01 −0.06 1        

4. IRI 0.17** −0.15** 0.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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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IRI-EC 0.078 −0.13** 0.33** 0.80** 1      

6. IRI-FS 0.14** −0.15** 0.38** 0.81** 0.67** 1     

7. IRI-PD 0.23** −0.05 −0.007 0.28** −0.15** −0.12** 1    

8. IRI-PT −0.01* −0.01 0.04** 0.63** 0.48** 0.46** −0.11** 1   

9. 认知重评 −0.03 −0.01 0.35** 0.50** 0.44** 0.46** −0.08* 0.50** 1  

10. 表达抑制 −0.004 0.04 −0.10* −0.17** −0.32** −0.31** 0.32** −0.14** −0.22**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4.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 PROCESS 4.0 中 Model4 进行情绪调节策略在音乐使用强度与共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

音乐使用强度为自变量。情绪调节各维度为中介变量，共情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模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音乐使用强度对认知重评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35, t = 8.86, p < 0.001)音乐使用强度对共情的正向预

测依然显著(β = 0.30, t = 8.10, p < 0.001)，认知重评能显著正向预测共情(β = 0.39, t = 10.72, p < 0.001)，为

探索认知重评对共情各维度的中介作用，以音乐使用强度为自变量。情绪调节各维度为中介变量，共情

的观点采择(PT)、想象力(FS)、共情关心(EC)和个人痛苦(PD)分别作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模型，结果见表 4。
其中观点采择(PT)总效应显著(R2 = 0.18, F = 126.31, β = 0.43, t = 11.24, p < 0.001)，共情关心(EC)总效应显

著(R2 = 0.12, F = 74.90, β = 0.34, t = 8.65, p < 0.001)，想象力(FS)总效应显著(R2 = 0.13, F = 85.19, β = 0.36, 
t = 9.23, p < 0.001)，个人痛苦中介效应不显著(R2 = 0, F = 0.02, t = 0.12, p = 0.90)。 

 
Table 4. Mediating model test of college students’ music use intensity on each dimension of empathy 
表 4. 大学生音乐使用强度对共情各维度的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t p 

认知重评 音乐使用强度 0.12 78.06 0.35 8.83 <0.001 

观点采择(PT) 
音乐使用强度 

0.33 136.30 
0.29 7.78 <0.001 

认知重评 0.40 10.95 <0.001 

想象力(FS) 
音乐使用强度 

0.26 99.93 
0.23 5.90 <0.001 

认知重评 0.39 9.99 <0.001 

共情关心(EC) 
音乐使用强度 

0.24 87.19 
0.21 5.45 <0.001 

认知重评 0.37 9.38 <0.001 

个人痛苦(PD) 
音乐使用强度 

0.01 2.32 
0.04 0.86 0.39 

认知重评 −0.10 −2.15 0.03 

共情 
音乐使用强度 

0.33 137.32 
0.30 8.10 <0.001 

认知重评 0.39 10.72 <0.001 

 
采用 Bootstrap 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法，设定取样量为 5000 次，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结果

如表 4。情绪调节的认知重评维度在音乐使用强度和共情能力的存在中介效应。其中直接效应为 0.65，占

比 68.42%，中介效应为 0.30，占比 31.58%，总效应值为 0.95，具体数据见表 5。各变量之间模型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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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music usage intensity on empathy 
表 5. 大学生音乐使用强度对共情的中介效应分析 

 Effect SE 95%LLCI 95%ULCI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9496 0.0823 0.7879 1.1114 1 

直接效应 0.6498 0.0802 0.4923 0.8072 68.42% 

间接效应 0.2998 0.0645 0.1882 0.4407 31.58%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evaluation 
图 1. 认知重评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4.1. 大学生音乐使用强度、共情与情绪调节的性别特征 

本研究发现，女性大学生共情总分、想象力及个人痛苦维度上显著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与共情领域

的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11] [28]。女性在成长环境与社会互动中往往被放到更多情感表达与人际关怀的角

色当中，这种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促进了女性共情能力的发展。从神经机制角度看，已有研究发现女性在

处理情绪刺激时表现出更强的杏仁核、前岛叶等边缘系统激活，这为女性情绪共情优势提供了生理基础。

在反映认知共情的观点采择(PT)维度上，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这或许是由于男性在社会化中被鼓励

采用客观、理性的思维，倾向于剥离情绪干扰来系统评估他人立场，这恰好契合了观点采择的认知要求。

然而，本研究未发现音乐使用强度和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这与部分已有研究有所不同。这或许表明大

学生使用音乐调节情绪更多是受人格特质和情境需求的驱动，而非受限于生理性别[13]。 

4.2. 音乐使用强度对共情与情绪调节的预测作用 

研究发现音乐使用强度对共情和认知重评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扩展了音乐功能的已

有认识。Juslin [1]与 Schäfer [3]指出音乐具有情感功能与社会功能，而本研究进一步表明，频繁接触音乐

的个体不仅更善于通过音乐调节自身情绪，也表现出更高的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从神经机制角度解释，

音乐聆听能够激活与情绪处理相关的杏仁核、海马体、前额叶皮层等脑区[14] [20]，这些脑区同时也是共

情与情绪调节的共同神经基础。反复的音乐接触可能通过强化这些脑区的功能连接，提升个体对情绪的

感知、理解与管理能力。此外，音乐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为个体提供了理解复杂情感的练习机会[2]，
这可能促进认知共情的发展。卢英俊等[16]与王金芳[29]的研究也证实特定类型音乐能有效改善情绪状态，

本研究的发现进一步将音乐的影响拓展至社会认知层面，提示音乐使用不仅是情绪管理的工具，也可能

是促进人际理解能力发展的途径。此外由于高特质共情者因对情绪线索更敏感，能在听音乐时获得更强

烈的多巴胺奖赏与审美愉悦[30] [31]，或者为了平复因过度情感传染引发的心理耗竭而主动寻觅音乐作为

“情感避难所”[8] [18]，从而内在地驱动了他们表现出更高强度的音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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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认知重评在音乐使用强度与共情间的中介机制 

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在音乐使用与观点采择、想象力、同情关心间起显著中介作用，而在个人痛苦

及表达抑制中则不显著。由于音乐是留有巨大阐释空间的抽象符号系统，深度沉浸其中的“意义重塑”

反复操练能极大提升个体的认知弹性[13] [32]；当这种弹性迁移至社交领域，善用认知重评者能主动改变

情境建构、多角度理解他人，从而有效连接了音乐经验与积极的外向共情[8] [11] [12]。认知重评未能中

介音乐对“个人痛苦”的影响，这恰恰证实了其作为保护性屏障的价值，认知重评通过拉开心理距离有

效下调负性唤醒，切断了因过度卷入他人情绪而陷入焦虑内耗的病理路径[24] [28]。本研究还发现表达抑

制在音乐使用强度与共情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提示音乐对共情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强适应性情

绪调节策略实现，而非通过抑制情绪表达。表达抑制作为反应关注调节，虽然能暂时控制情绪外显行为，

但可能导致情绪体验下滑与认知资源消耗[33]，与共情所需的开放情绪接纳状态可能存在冲突。因此，音

乐接触更可能强化的是个体对情绪的认知加工能力，而非情绪压抑倾向，这也解释了为何认知重评而非

表达抑制成为音乐影响共情的关键中介变量。 

5. 启示与结论 

5.1. 展望与启示 

在方法论与设计架构上，本研究存在需坦诚反思的深层局限。横断面研究无法确立因果链条或排除反

向因果，更难以剥离执行功能、大五人格(如开放性)等共同驱动音乐使用与共情的“第三变量”混淆效应[9] 
[24]。高度依赖主观自评工具引入了社会赞许性偏差与局部网络参照偏差，受测者容易为塑造积极意象或受

限于同伴标准而失真，导致量表捕捉到的往往是个体“自我信念”而非客观的共情准确度。对“音乐使用”

的单维度简化操作掩盖了音乐体验的颗粒度，未能精细剥离曲风属性、情绪效价及聆听情境(如独处内省或

群体同步)等异质性要素对情绪调节的截然不同影响，导致机制探讨停留于宏观层面[2] [22] [32]。 
基于上述反思，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实验设计或纵向追踪，验证音乐干预对认知重评与共情的促

进效果，并探索不同音乐类型、聆听方式以及人格特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也可以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开

设结构化的“主动音乐干预”项目，以期为个体情绪适应与人际能力培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路径。 

5.2. 结论 

本研究中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在音乐使用强度与情绪调节方面均无显著差异，大学生共情能力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大学生的共情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进一步回归分析显示，音乐使用强度可

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共情能力与情绪调节中认知重评维度，认知重评可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共情能力。

以音乐使用为自变量、共情为因变量、认知重评为中介变量构建模型分析发现认知重评在大学生音乐使

用强度与共情能力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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